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
及其文化基因

方　　辉

摘　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明形态之一。百年

考古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格局。礼乐

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构成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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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

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

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 在参观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的文明起源和
“宅兹中国”专题展之后，他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

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首次系

统阐述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再次

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③

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

考古学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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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指出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

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

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与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发展的连续性。１００多年以来我国考古

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出我国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和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开展的考古发掘和
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厘清了从５０００多年前古国产生，到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王国

崛起，再到距今２０００多年秦汉国家产生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

的发展格局，大大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聚落群。古城的起

始年代为距今５３００年，一直延续到距今４３００年前后。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

北方向，面积近３００万平方米，是５０００多年前出现的我国最大规模的城址。城墙底

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４０—６０米，墙体用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尚残留有

４米多高的城墙，现已发现６座水门。城中央约３０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为贵族居

住区，平民则居住在城内的外围区域。令人惊叹的是，良渚先民为了防止山洪对城

市的威胁，在古城以北十几公里之外的山上，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水坝，由水坝围

成的１４平方公里的水库，通过渠道通到古城，以便水利交通和稻田灌溉。这是迄今

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加上近４０年来以反山、瑶

山、汇观山等为代表的王陵级别的墓地、祭坛的确认，一项项令人震惊的重大发现

使得国际上对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判断得到公认，良渚古城遗址也于２０１９
年当之无愧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良渚文化圈的北方，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分布着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

期的若干座史前城址，其中以焦家城址最具代表性。考古发掘表明，与良渚古国一

样，焦家城址也是我国最早一批原生型 “古国”的代表。近年来，通过４个季度的

发掘，在１００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

大汶口文化遗迹２０００余处，出土玉器、彩陶、白陶、黑陶等各类文物万余件，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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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具、发明科技、建设聚落、营造城池等各方面展现出文明要素齐全、文明社会
开启、以棺椁制度为代表的礼制初步形成等多重特征，年代为距今约５３００—４６００
年，有力实证了中华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史。

如果把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范围，从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坛、

庙、冢，到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和环壕聚落，再到中原地区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

洛古国遗址，大约在距今５５００—５０００年前后各地均出现了以城址、祭坛、王陵、

“璧琮璜”玉礼器和 “鼎豆壶”陶礼器为标志的古国，它们恰像满天星斗，构成了中

华文明初曙阶段的多个源头。而且，由良渚、焦家、凌家滩、牛河梁等遗址史前先

民所创造的玉器、陶器和棺椁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开启了我国礼乐文明的先河。

历经沧海桑田，５０００多年前曾经巍峨高耸的城墙大多已深埋于地下，或只残存

下有限的墙基和城门通道昭示着昔日城市的喧闹，但精美绝伦、体现着极复杂工艺

的玉器，远远超过个人实用需求的大量白陶、黑陶、彩陶，反映等级制度的大墓和

棺椁等考古实物遗存，仍然在向世人展示出５０００多年前古国的辉煌，也昭示着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史前先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信仰。尤为重要的是，由仰韶时代

以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等为主的史前先民创造的整套礼

制系统，经由龙山时代先民的取舍、增益，被夏商周三代王国礼制所完整继承，并

为我国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处于夏代之前、距今约４５００—４０００年的龙山时代是我国由古国向王国过渡的时

期，大约相当于司马迁 《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或其中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在社

会发展方面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城址林立，几乎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

区域。每一座城址就是一处区域政治中心，这与文献所记载的 “万国”时代的情景
颇为吻合。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书写在陶器、玉石器之上的多字陶文在多个考古学文

化中出现，如海岱龙山文化的邹平丁公陶文、高邮龙虬庄陶文，陶寺文化的陶寺朱

书陶文，以及良渚文化晚期的澄湖陶文、南湖陶文等，使人自然与仓颉造字的传说

产生联想。这些早期文字已不是像前一阶段的单一符号，而是由多个独立的字符连

缀成文，可以称之为 “陶书”。这预示着龙山时代社会上层已经具备了文字书写的能

力，我国已经进入成文历史时期。龙山时代文明社会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则是以玉器、

陶器、漆木器等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备。玉礼器方面，在前一阶段出现的璧、

琮、璜组合不但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而且向其他地区远距离扩散传

播，广达长江中游、海岱地区、中原地区乃至甘青地区；玉礼器组合上，璧、琮、

璜之外更新出现了璋、圭、琥等新器型，与 《周礼·大宗伯》所载用于祭祀天地四

方的 “六瑞”若合符节。陶、漆木材质的礼器，在鼎豆壶配置基础上，鬶、盉、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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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等成为固定组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新增添了石磬、橐鼓和陶铃等乐器组合，礼
乐器具日臻完备。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和铜铃表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和陶寺文化

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模范技术铸造青铜礼乐器并取得成功。种种考古发现显示，

处于夏代前夕的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是古国时期的高级阶段，也是进一步奠定夏商

周三代王国礼乐制度基础的阶段。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礼乐制度早已被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之一，受到学术

界广泛重视。如果说城址、金属冶炼和文字是世界范围内广被接受的文明 “三要

素”，礼乐制度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当人类

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强制力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惩戒，

由此产生了最早的社会准则、法规、制度，其核心就是王权。这是世界各地文明起

源与国家形成所走的共同之路。在我国，用于维系、支撑王权合法性的信仰体系就

是礼乐文明。它发端于神灵崇拜，并以祖先崇拜、祖先信仰和祖先祭祀体系的形成

而臻于完备。这一体系的物化形式就是陶、玉石、漆木和青铜等各种材质的饮食及

演奏器具。精英阶层通过不断的、季节性举行的礼仪乐舞活动，表达对天地山川神

灵的敬畏，通过反复再现、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达到凝聚族群向心力、强化文化
认同感的目的。这些礼乐仪式随着文字体系的成熟而发展成为典章制度，即礼制，

成为儒家学说中礼乐思想的直接来源。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将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发展和巩固等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发展进程。以黄河下游地区

的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为例，这一地区在夏商周时期经历了从 “夷夏东西”到
“夷夏融合”的过程，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重在论证 “夷夏东西”，对于 “夷夏融合”

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注重的多是一个个的 “点”，强调的是对形

而下的各类出土遗物的描述和器物编年的建构，而缺少了对礼制和信仰层面有关文

化现象的揭示和阐释，而后者恰恰是以夏变夷、“夷夏融合”历史过程在实物史料上

的直接反映。近年来，在 “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重大项目支持下，我们选择在青丘堌堆、大辛庄、陈庄、前冢子头和邾国故城等遗

址开展持续考古发掘，其研究目标和任务就是从区域考古、区域历史的角度揭示三

代国家由 “夷夏东西”到 “夷夏融合”的过程，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

过程及动因。近期在高密前冢子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作为半岛与内陆地区分界
线的胶河流域曾经在王朝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地处周王朝东部边缘

的 “大东”地区，王朝的历史叙述极少提及该地区，凭借有限的文献史料只知道这

一带是代表周王朝的齐国政权与代表东夷族的莱国势力长期对峙的区域，而两个季

度的考古发掘已初步揭示出作为王朝系统的周文化与东夷本地的珍珠门文化融合共

生的实物遗存，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反映族群融合、文化融合这一类的成果还有很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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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最为凸显的自然是古蜀国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近一个世纪以来，位于成都平原

的三星堆遗址就屡次出土玉器、陶器等，１９８６年发掘了著名的１、２号祭祀坑，出

土文物中高大的铜人立像、黄金面具、神树和众多的象牙等罕见文物，极大地冲击

着人们的视觉观感。更多的学者则是在惊叹于其 “奇异”特征的同时，循着四川盆

地与外界的通道寻求其文化因素的来源。此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一直

没有停歇，终于迎来了另外６个祭祀坑的发现与发掘。随着资料的丰富，学者们不

但明确了８个祭祀坑的年代均为殷商文化晚期，而且通过出土文物的跨坑拼合，确

定了它们是同时形成的，这对于祭祀坑性质的判断十分重要。新一轮的发掘出土物

更加丰富，进一步刷新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在金属制造、象牙雕刻和丝织工艺等方

面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继１、２号祭祀坑之后屡次出土的青铜尊、罍，以及以尊

为主题的若干件青铜祭坛，再次显示出尊在三星堆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联

系到此前彭州市竹瓦街出土的铜尊，以及两湖地区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长江中游青

铜时代文化，我们不难发现，殷商时期作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前身的三星堆文化

与炭河里文化盛行尚尊的礼制传统，从而与中原三代的尚鼎制度形成鲜明对照。从

这一点而言，这又是中华礼乐文明传统大同中的小异，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特征。

三、通过礼制认同达到文化认同

礼乐文明的本质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它产生于距今５０００多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文明起源同步，其物化形式就是产生于古国时代、成熟于夏商

周三代的不同材质的礼乐器具。《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

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先民将美食饮料盛放在

陶器中奉献给祖先和天地神灵，配置以陶鼓的节奏，这就是最早的礼乐活动。随着

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昔日的陶器、石器演变成了铜器、玉器、漆器等威望产品，

其使用者也由最初的氏族首领、酋长演变为国君、帝王，但礼器的性质未变。古人

云 “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夏商周三代甚至以 “九鼎”指代江山社稷，以

鼎为代表的礼乐器具具有 “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的功能，

按照美术史家的观点，它是一种具有 “纪念碑性”的器物，①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这些礼乐器具本身又是祭器。古人认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

年），祭祀与战争对于国家来说是两件头等大事，而祭祀竟然排在战争之前，就因为

祭祀 （主要是祖先祭祀）是祖先认同、文化认同的象征，对于增强族群自信心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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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三代尤其是周代是族群认同、祖先认同、文化认同的关
键时期，一直到战国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 “五帝”系统竟有五个之多，直到 《史
记》才统一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五帝，他们代表的是不同区域、不同族群
共同的先祖。三代文明的一体化过程，就是礼乐文化被接受的过程，反映的则是族
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过程。我们说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文
明，并不是说文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 “断裂”，否则就不好理解王朝之间的更
迭。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强调的是作为文明体创造者的中华民族始终是这片土
地上的主人，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无一不
是以主动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告终。中国政治文化统一的历史与昙花一现的
罗马帝国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表现形式的礼乐制度在考古学文化上具有极高的显示度。对
此，在鲁东南沿海地区从事２０多年考古合作的美国同行文德安、加里·费曼等深有
感受。考古合作包括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不但揭示出以日照为中心的鲁东南
沿海地区上迄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北辛文化、下至距今２０００多年的秦汉帝国长达５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① 费曼还与笔者合作发文，阐释从史前至周王朝各区
域不同族群通过礼制认同达到文化认同，并通过秦汉帝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达成文化共识的过程。② 与秦汉帝国东西并
存的罗马帝国则缺少这种祖先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出现 “罗马之后再
无罗马”，其文明缺少连续性也就不奇怪了。

汤因比曾说：“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具有一贯性，数亿人数千年来
在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至今。他们展示出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统一技术，并拥有一次
获得成功的极为珍贵的经验，而且那种统一化倾向正是当今世界绝对必要的需求。”③

总之，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这一突出特性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有很多，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支撑中华文明发展
连续性最为重要的基因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及其所承载着的族群认同、祖先认
同和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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